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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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 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 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

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 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

夏文化的认同。 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 佛教的汉化不仅

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 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

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 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 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

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 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

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 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

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 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

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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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 按照传统的说

法，夏指汉族，夷指少数民族。 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

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关系。 夷夏是不同族群的对立，
更是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的对立。 夷夏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关系有着不同的

意义。 周王朝时，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驱

逐夷，为的是保卫周王室；孔子强调“夷夏之辨”，为
的是维护周礼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 而在东周以

后，夷以多种方式广泛地进入中原地带，夷夏的关系

逐步由对立走向融合。 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一个高

峰期，突出的表现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 北

朝的夷夏融合是中华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它的伟

大成果为后来的李唐王朝所继承。 从此以后，中国

的民族由单一的汉族变成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共

同体———中华民族，汉族中国变成中华民族的中国，
中华美学也就成了中国的美学。

一、夷夏一体探源

史前时期，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们主要有

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它们均

为部 族 集 团， 是 具 有 血 缘 关 系 的 部 族 的 联 合

体［１］３７－６６。 在这三大集团中，华夏集团为如今的汉

族，他们尊奉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主要活动地区为

中国西北部一带；东夷集团的首领有太昊、少昊、蚩
尤，主要活动地区为中国东部一带；苗蛮集团的首领

主要有祝融氏、 兜等，主要活动地区为中国南部

一带。
徐旭生先生认为，“华夏、夷、蛮实为秦汉间所

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 ［１］３９。 三大部族共同

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彼此之间并不是隔绝的，而是

有交往的。 为了争夺地盘与人口， 它们之间也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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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战争，战争的积极成果之一是促进了民族的融

合。 徐旭生先生指出：“到春秋时期，三族的同化已

经快完全成功，原来的差别已经快完全忘掉。” ［１］３９

在三大部族集团中，炎黄部族集团居于绝对的优势

地位。 正因为如此，三大部族集团早期的融合，突出

地表现为向炎黄部族的融合。 炎黄部族建立的国家

政权被奉为中央政权，称为“夏”，而没有融合进华

夏部族的国家政权就被称为“夷”。
从整体上来看，夏与夷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融

合，总体方向是融合，而且是融夷入夏。 于是，作为

中央政权的中国就成为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统

一的国家，国与族就这样融为一个整体。 夷夏融合

重在观念上的认同，主要体现在祖先认同和文化认

同两个方面。
１．祖先认同

从理论上看，中华大地上生活的诸多民族始祖

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存在着通婚，因而在血缘上不

可能是纯粹的。 基于汉族文化的先进性，更基于汉

族政权被视为正统，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诸多少数

民族政权为了争得正统地位，也将自己看成为炎帝

和黄帝之后。 这种祖先认同，在中国诸多古籍之中

都有所体现。 如 《 山海经》 说 “ 犬 戎 是 黄 帝 之

后” ［２］２８７， “ 炎 帝 之 孙 名 曰 灵 恝， 灵 恝 生 氐

人” ［２］２７３，还说黄帝之孙“颛顼生 头， 头生苗

民” ［２］２８７。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

氏之苗裔” ［３］ 。 这种说法也为《辽史》所接受和继

承，并且将其祖先上推至炎帝与黄帝：“辽本炎帝之

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 ［４］

当然，这些说法有推崇炎黄正统之嫌。 不过史

前诸部落之间确实大量存在着婚姻关系，在血缘上

已经发生融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既可以说戎夷等

少数民族为炎黄之后，也可以说炎黄是戎夷之后。
《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
炎帝。” ［５］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 “姬姜两姓的

族系渊源，是不是就上溯到生出炎、黄的少典、有蟜

两族为止了呢？ 其实还不是。 少典、有蟜两姓的族

系渊源还可追溯得更远， 那就是古代的氐、 羌

族。” ［６］这样说来，炎帝族、黄帝族也有氐羌、羌族的

血统。 夏朝实际的开国之君大禹，史说他为黄帝之

后，但又有羌人血统。 《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

于西羌。” ［７］ 故 《潜夫论 · 五德志》 称禹为 “戎

禹” ［８］ 。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魏（北魏）一度

统一中国的北部，他们也被史书认为是黄帝之后，北

齐魏收所著《魏书·序纪第一》这样记载：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
故以为氏。 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

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 爰历三

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

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

籍无闻焉。［９］１

按此说法，鲜卑拓跋氏与黄帝具有血缘关系，它
的祖先始均是黄帝的后裔，在帝尧时代曾做过官，帝
舜时代受过舜的嘉奖，被封为田祖。 与獯鬻、猃狁、
山戎、匈奴这些蛮夷不同，鲜卑拓跋氏不为害中原，
因此它默默无闻，没能载著史册。 这些记载固然有

虚构的成分，不可全信，但至少说明鲜卑拓跋氏是认

祖黄帝的。
２．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基于文化影响，因此文化认同是相互

的。 文化认同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大规模的

文化认同则是在周朝。 周文王的儿子周公辅佐周武

王执政，为了在意识形态上统一国人的思想，创立了

礼制。 礼制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它主要建立在

家庭伦理文化的基础上。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

派对于家庭伦理与国家礼制的统一做出了精彩的阐

释。 儒家移孝为忠，移悌为义，将家庭伦理延展到国

家政治，家庭伦理中建立在自然血缘基础之上的等

级制与公平制延展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等级制与公平

制，至此一套完善的治国制度已经形成。 这套治国

制度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在新的时代仍然发挥

着一定的影响。
儒家讲“夷夏之辨”，这个“辨”主要不在族性

上，而在文化上。 简言之，凡是认同周礼的就是夏，
反之就是夷。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夏夷性质是

不确定的。 例如，楚原本为夷，接受周礼后就成为

夏。 吴国的情况则相反，吴本为夏，但在攻入楚国之

后，吴王住进楚王的宫殿，吴国大夫住进楚国大夫的

府第，这就属于非礼了，因此，《春秋》中曾一度将吴

称为夷。
“夷夏之辨”发展到此，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

油然而生。 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不管是汉

人，还是非汉人，都认同并服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

文化。 汉化工程在没有政治、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自

然地进行着。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大多数政权为胡

族政权，但其国家制度几乎与南朝的汉人政权没有

太大的差别。 不仅北魏如此，十六国中的“秦赵及

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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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 ［９］２７４５。 北宋时期，少
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西夏也以中国正统自居。

二、北朝对华夏正统的认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时

期，主要表现为汉化与反汉化的斗争，其中的主流是

汉化。 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

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 当然文化的影响总是相互

的，虽然汉化的主流是夷的夏化，但也存在汉的胡化

现象。 如北齐的开创者高欢本为汉人，但他长期在

胡族政权中为官，因而“极度胡化” ［１０］４８。
晋惠帝元康元年（２９１ 年），“八王之乱”开始。

这一内乱前后长达十六年，对晋朝造成了灾难性的

破坏，北方的少数民族集团趁机进入中原地带，晋王

朝灭亡，王族被迫南迁，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
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为匈奴、羯、鲜卑、
氐、羌，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十六个，故这一阶段史

称“五胡十六国”。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化过程

中，有一个观念至关重要，那就是对华夏正统的认

同。 当时对于华夏正统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将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视为华夏正统。

“汉族承认继承西晋的东晋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

汉族的豪酋也不敢否认南方朝廷是华夏正统。 这种

建立在南方的各朝，一直到隋统一始终享有正统的

威望，为居住在北方的汉族的向往。” ［１１］ 氐人建立

的国家前秦曾一度统一北方，但是，当前秦皇帝符坚

企图南下灭掉东晋时，他的儿子符融竟然不自信地

说，我们的国家本为戎狄之国，虽然强大，但不算正

统；东晋虽弱，却是中华正统，天意不会灭绝它①。
而事实也正如符融所料，符坚攻晋果然大败，前秦最

后亡国。
第二，虽然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但只要其在政

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实行汉化，也可以将其视为华

夏正统。 十六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这样的汉化

政策。 十六国中汉国建立最早，开国皇帝刘渊本为

匈奴人，因崇拜汉高祖刘邦，故也姓刘。 刘渊推翻西

晋建立汉国之后，宣告匈奴刘氏是两汉刘氏的外甥，
汉国继承两汉，祭祖不祭匈奴单于，而祭汉代皇帝。
刘渊爱好汉文化，他曾师事儒生崔游，学习《周易》
《诗经》《尚书》三经，博览《史记》 《汉书》以及诸子

书，尤好《春秋左传》、孙吴兵法。 刘渊之子刘聪精

通经史诸子书，工书法，善诗文。

在北方十六国中，羯人建立的后赵汉化工作也

非常出色。 后赵由羯人石勒所建，石勒不识字，但他

自觉接受汉文化，让人为他读《左传》 《史记》 《汉
书》，他能听懂书中大意，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石勒

重视汉文化教育，令各郡立学官，置博士、祭酒职位，
还亲自到太学考试诸生，后赵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参

照汉制。 石勒认同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有“大丈夫”
观念，自己企盼做大丈夫。 因此，他瞧不起曹操、司
马懿，认为他们从孤儿寡妇手里夺取天下，不符合大

丈夫行事风格。
第三，能够获得汉人拥戴的政权也可以视为华

夏正统。 ３５３ 年，东晋的使臣来见前燕国的皇帝，前
燕国的皇帝慕容儁对使臣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

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１２］前燕国的皇帝特

意向东晋使臣强调自己为中国人所推戴，以此说明

他做皇帝是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 前燕国建立于西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 年），建国者为鲜卑人慕容廆。
这个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几乎完全采用汉族的制度、
生活方式，可以说完全汉化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慕
容儁才敢于说自己也是中国皇帝。

其实，在少数民族内心深处有一种自卑感，非常

渴望归属华夏正统。 因此，他们一方面竭力压迫、屠
杀敢于反抗的汉人，另一方面又竭力淡化、抹煞胡汉

的区别。 出于对华夏的敬崇，十六国的少数民族国

君，均不同情况地对于自己的身份有所忌讳。 后赵

的皇帝石勒为羯人，但他严禁国内说“胡”字，将羯

人统称为“国人”。
十六国中最后的赢家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魏，

史称“北魏”。 北魏作为北方统一的政权，在汉化的

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彻底，在推动夷夏融合方面居

功甚伟。 北魏为鲜卑拓跋部的政权，据《魏书》，拓
跋部原生活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主要为游牧。 东

汉击走北匈奴之后，拓跋部南迁，进入北匈奴旧地。
３１０ 年，拓跋部的酋长猗庐被晋朝封为代公，３１４ 年

进封为代王。 ３８６ 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为部下拥

戴，即代王位，同年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林格

尔县），改称魏王，３９８ 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３９９ 年，改号称皇帝。 拓跋氏建立的魏国，史称北

魏。 ４３０ 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收复洛阳，南北朝

对峙的形势基本形成。
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汉化的道路上较之前十六国

有重要发展。 他将都城由蒙古大草原的盛乐迁至山

西平城，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举措。 平

城为汉人聚集区，那里是农牧混合地带，主要生产方

１６１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式为农业，魏道武帝将都城迁至这里，意味着魏将要

学习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走农业兴国的道路。 拓

跋珪大力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接受汉族政权的统治

制度。 他深知儒家对于治国安民的重大价值，因而

亲自祭拜先圣周公、先师孔子。
后来的魏孝文帝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

的志向远不在统一中国的北方，而是希望统一整个

中国。 而统一整个中国，必须承续华夏正统，必须使

北魏政权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展现出中原大国的气

象。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五个重要措施。
第一，迁都洛阳。 洛阳是华夏文化的中心。 周公在

洛水北岸修建王城和成周城，史称“初迁宅于成周”
“宅兹中国”。 周平王后迁都洛阳，是为东周开始。
刘邦建汉，初都也是洛阳，后才迁长安。 汉光武帝刘

秀定都洛阳。 洛阳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北魏迁

都于此便于掌控汉人，更具有象征意义。 迁都洛阳

这一举措意味着孝文帝不甘心做夷狄之君，而是要

做中国之君。 第二，禁胡服。 在中国服饰具有重要

的政治意义，《周礼》对于国君、诸侯、大臣的衣饰有

着极为具体的规定，不同的衣饰体现着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社会地位。 魏孝文帝刚刚迁都洛阳，立马做

出禁胡服的决定。 他将胡服改为汉服，改的不只是

官服，还有百姓的日常衣服。 与之相关的，还有发型

等改变。 这种改变，试图在外观上消除鲜卑人与汉

人之间的差别。 第三，禁鲜卑语。 迁都的第二年

（４９５ 年），魏孝文帝颁布诏令，将汉语定为官方用

语，禁止在朝廷说鲜卑语，只能说汉语。 此举意义重

大，实质是对汉族意识形态的认同。 第四，改汉姓。
魏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人的姓氏改为单姓，把皇族

姓拓跋氏改为元姓。 如今很少人知道元姓原来是鲜

卑人，足以说明鲜卑族早就彻底汉化了。 第五，与汉

族通婚。 魏孝文帝下诏禁止鲜卑族同姓相婚，提倡

鲜卑贵族与汉人贵族通婚，通过婚姻关系融合民族

感情，获得汉族高门士族的支持。
当然，汉化并不是简单地化夷为夏，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改夏为夷，实质是夷夏的统一。 由北魏开创

的夷夏合流并没有因北魏的灭亡而终结，北魏之后

的东魏、西魏以及其后的北齐、北周也都继承了北魏

融合夷夏的国策，其中西魏丞相、北周的奠基人宇文

泰表现最为出色。 据《北史》，宇文泰“其先出自炎

帝。 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其后有葛乌

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
为大人” ［１３］３１１。 宇文泰虽然出身鲜卑族，但他非常

倾慕汉族文化。 主掌西魏政权时，他善待儒家，选择

诸多有作为的儒家知识分子进入决策集团，其中即

有苏绰。 苏绰建议宇文泰实行周朝的礼制，从体制

上归依华夏正统，宇文泰接受了这一建议。 在用人

政策上，他竭力淡化夷夏之分，一律以才德选人、用
人。 由宇文泰打造的关陇军事集团聚集了当时最优

秀的军事人才，其中既有鲜卑人，也有汉人，相互之

间大多有姻亲关系。 关陇军事集团人才济济，其中

就包括隋朝创建者杨坚的父亲杨忠、唐朝创建者李

渊的祖父李虎。 关陇军事集团不仅为隋、唐帝国的

兴起准备了人才，也准备了文化———夷夏合一的中

华文化。 陈寅恪说：“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

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

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１０］２００这种文化之别导

向了夷夏融合，而这种融合主要不是血统之合，而是

文化之合。 正是这种文化之合，使隋朝和唐朝在性

质上有别于以前的夏商周秦汉诸朝代，隋唐帝国不

只是夏民族（汉）的帝国，而且是夷夏融合的中华民

族的帝国。

三、外来佛教汉化与夷夏融合

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进

行。 佛教的汉化有力地促进了夷夏之合，不仅推动

着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着

中华美学的构建。 佛教汉化在南北朝主要贡献体现

在译经和造像两个方面。
１．译经

佛教是哲学意味浓厚的宗教，大量的佛教思想

存在于佛经之中。 佛经用梵文写成，将其译成汉语

时，最难的是将佛教的经义中国化。 中国与印度在

地理环境、文化渊源、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经济

状况等方面差别相当大，产生于印度的佛经要想为

中国人所接受，不只是传达工具———语言需要转换，
其意蕴、内涵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化。 这种转变既要

符合佛教的基本经义，又要易于为中国人理解和接

受。 这样翻译佛经时就必须与中国人的思想基

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相融合。 另外，汉译的佛

经是用汉语表达的，在文辞上也必须既精美又通俗，
雅俗共赏，高下相宜。 因此，译经本身就是一项重要

的汉化工程。 我们现在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是

儒道释并举，释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已经汉化了，而汉化的

关键环节就是译经。
北朝佛教事业的最大贡献是译经。 后秦由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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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苌建立，姚苌死后，儿子姚兴继位。 姚兴大兴儒

学，重视佛教。 姚兴灭后凉后，亲迎天竺高僧鸠摩罗

什入长安，让其翻译佛经。 鸠摩罗什于后秦弘治三

年（４０１ 年）十二月到长安，到弘始十五年（４１３ 年）
四月去世，前后 １１ 年，共译出佛经三十五部二百九

十四卷，其译经事业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

献。 鸠摩罗什祖籍印度，出生于中国，其父为龟兹国

的国相，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汉文化功底扎实，并
且精通梵文、印度文化，对佛教有着精深的研究。 他

对佛经的翻译真正做到了信、雅、达，其翻译的《无
量寿经》《金刚经》 《心经》成为中国人精神之殿堂、
美妙之渊薮，在中国的影响几乎达到与儒道经典并

列的地步。
中华文化中纳入佛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经

翻译与传播。 经过汉语翻译的佛教思想与中华文化

中固有的儒道思想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吸纳，最后融

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整体。 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佛

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也为中华美学的构建做出了重

要贡献。
第一，佛教思想为中华美学提供了诸多思想资

料。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华美学对于审美的认

识、对于艺术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佛教并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奠定的

美学观念，但它使这些观念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入、
更灵动。

第二，佛教作为心学，其特色在重视心灵的开

发，这为中华美学精神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向。 儒

道两家也重视人心，但其学说之本并不是心，儒家重

礼，道家重道，礼与道均在心之外。 儒道两家的哲学

路径都是由外入内，分别表现为礼化心与道化心。
而佛教学说之本在心，佛在心中，即心即佛。 儒道释

三教虽然侧重不同，但本质相通。 在佛教汉化的过

程中，受佛教的影响，儒道也在某种意义上佛化了，
这样就开始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理学（道学）的

建构。 中国美学始于先秦诸子百家；汉代归之于新

儒学（经学）与新道家（黄老之学）；而到魏晋南北

朝，中国美学中加入了佛学，又部分升华为玄学；至
唐代，则融会成为以儒为主体的理学；宋明清时期的

美学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唐代开始的理学美学的嬗

变、深化与发展。
第三，中华美学的诸多范畴，如境、境象、境界、

妙悟、澄怀、庄严、圆融、空灵等，都与佛教有着或直

接或间接的关系。 其中“境”“境象”“境界”“意境”
这四个重要美学概念就来自佛经。 经过唐宋明清时

期诸多学人的努力，这四个概念发展建构成为中华

美学的本体概念。
译经的美学成果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所展现。 南

北朝时期最伟大的美学家刘勰曾一度遁入空门，其
所撰《文心雕龙》是儒道释三家美学思想融会的产

物，其中诸多地方可以发现佛教的因素，如《神思

篇》所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

千载，悄然动容，思通万里。”又如《养气》篇所云：
“水停以鉴，火静以朗。”这些句子我们在诸多佛经

中似有相会。
２．造像

十六国时期，北方对于佛教的贡献还体现在造

像方面。 北朝的佛教造像清楚地显示出佛教汉化的

过程。
佛教造像始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而盛于贵霜

王朝，造像成就最高的地区为今属巴基斯坦的犍陀

罗。 由于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犍陀罗的佛像具有

浓郁的希腊风格。 除了犍陀罗风格，笈多王朝时还

出现了一种名为抹菟罗的佛像风格。 印度佛像大约

在一世纪进入中国，首先在新疆地区造像，随后扩展

到甘肃、山西一带。 十六国时期的北凉时代，敦煌、
凉州（今甘肃武威）开凿有最早的佛教洞窟。 北魏

时代，佛教洞窟开凿达到全盛时期。 北朝造像的洞

窟著名者很多，主要有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
积山石窟、庆阳北石窟、天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等。 北朝佛像造像鲜明地体现出印度

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合、印度风格向中华风格转变，
这中间还带有夷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与整一。

在北朝早期的造像中，佛像面目深目高鼻，外着

通肩大衣，偏袒右肩；内着僧祇支（又译僧却崎，汉
语为掩腋衣）。 这是一种长形衣片，着于袈裟之下。
《大唐西域记》记载：“僧却崎，覆左肩，掩两腋，左开

右合，长裁过腰。” ［１４］这种面目和衣饰，明显地体现

出印度犍陀罗、抹菟罗的佛像风格。 在北朝后期的

造像中，印度风格减弱，人物更具汉人特色，如《历
代名画记》卷五所云：“秀骨清像，令人懔懔若对神

明。”造像既有鲜卑人的雄健，又有汉族人的清奇。
佛像外衣也不再是印度通肩长袍，而是变成了汉族

褒衣博带式大衣。
北朝石窟佛像造像以北魏为代表，北魏建造的

佛像有两个高峰，一个是都平城（大同）时在大同城

西的武州山的云冈造像，另一个是迁都洛阳后在龙

门造像。 关于云冈造像，《魏书·释老志》中有记

载：“和平初，师贤卒。 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一。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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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昙曜

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

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 雕饰雄伟，冠于一

世。” ［９］３０３７当时的造像，印度风格还比较浓厚，如第

十八窟的立佛像和胁侍菩萨像，“全部用浅直阶梯

式剖面表现衣纹，与印度（Ｓａｈｅｔｈｍａｈｅｔ）出土的迦腻

色迦王纪年铭文露足结跏趺坐于狮子座的佛像刻法

大致相同。 至于僧祇支边的连珠纹，法国哈金（ Ｊ．
Ｈａｃｋｉｎ）等人认为是受波斯萨珊式艺术的影响。 大

衣袖下作折带纹，又与塔克西拉占利安（Ｔａｘｌａ－Ｊａｎ⁃
ｌｉａｎ）发现的残半身犍陀罗后斯造像的形式相似。
这三身大像的粉本，完全可能来自印度或犍陀罗，因
而衣饰与雕刻技法与之相似” ［１５］２１－２２。 值得指出

的是，“尽管佛像粉本是来自笈多王朝，但雕刻风格

应是在汉代画像石的‘减地平级’的基础上，吸收犍

陀 罗、 抹 菟 罗 的 造 像 风 格 而 创 造 的 新 刻

风” ［１５］３３－３４。
洛阳龙门的宾阳三洞，为魏高祖孝文帝、文昭皇

太后和魏高世宗宣武帝所开。 关于宾阳中洞的正壁

造像，佛教造像研究专家李文生有详细的介绍：
　 　 主像释迦牟尼居中，跏趺于须弥座上……
头上雕高肉髻，刻波状纹，面容稍长，额广颐窄，
眉目疏朗，鼻高而短，嘴唇上翻，嘴角微翘，微露

笑意。 颈长而细，肩削窄，胸平。 左手展掌平伸

下垂，掌心向前；右手展掌伸五指举胸前，手心

向前，身体各部比例适当，内着僧祇支，裙带作

结下垂，外披褒衣博带袈裟，襟搭左肘上。 肩

部、胸侧和手臂上的衣纹呈阶梯并行线，衣裙前

垂覆盖佛座，臂褶呈羊肠状，这些都是北魏后期

龙门佛装的通式。［１６］

这一形象已经基本上汉化了。 从面相来看，人
物长圆形，大眼，鼻直，鼻头大，均符合中华民族的审

美标准；从衣着来看，除了内衣仍为僧祇支之外，外
衣已变成汉族的褒有博带式袈裟。 当然，作为佛像，
肉髻、手势、坐姿均是佛教专用式的，而与普通人区

别开来。
北朝佛教造像汉化首先是从道教中的神仙人物

化开始的。 在最早的佛教人物造像时，人们不知道

应该如何造，就按照道教中的神仙形象来造。 道教

为了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也编造出“老子化胡”的
神话，这里的“胡”即为佛教。 后来，因为法显等人

去过印度，在犍陀罗等地看到过佛教造像，他们将这

样的风格带到中国。 而且晋代以前，在新疆克孜尔

一带已经有犍陀罗佛像的石窟，这种石窟形式通过

多种途径传进内地。 于是，人们逐渐摒弃了按道教

神仙造像的做法，基本上按照印度犍陀罗和马图拉

的模式造像。 人物通常是高鼻与额平行，深目透出

阴沉；衣着类似希腊罗马长袍。 但是，此种佛像与中

国人的形象相距过远，缺乏亲和力。 因此，北朝的造

像出现新的汉化方式，这就是帝王化、圣贤化、女
性化。

帝王化即按照帝王的模样建造佛像。 北凉时期

的南山洞窟佛教塑像还基本上是印度风格，高鼻深

目。 北魏灭北凉之后，北凉的高僧昙曜奉命在距离

北魏首都平城不远的云冈开凿佛教洞窟。 昙曜在这

里开凿了五座洞窟，各窟建佛像一尊，高大雄伟，虽
然主要为犍陀罗风格，但在气质上透显出北魏五个

帝王———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太宗明元帝拓拔嗣、世
祖太武帝拓拔焘、恭宗景穆帝拓拔晃、高宗文成帝拓

拔濬的风采。 其实，在昙曜之前的师贤法师就已经

开始以帝王的风采来塑造佛像了。 《魏书·释老

志》记载：“师贤仍为道人统。 是年，诏有司为石像，
令如帝身。” ［９］３０３６

圣贤化就是按照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圣贤形象来

塑造佛像。 在中华民族心目中，圣贤是儒家文化的

最高代表。 这种形象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庄严而不

失温和，饱满而显睿智。 北魏盛行秀骨清像式的佛

像，其实人物并不瘦，主要是有一股清俊秀雅、超凡

入圣之风采。 人物服饰也逐渐由印度袒右式袈裟，
演变成中国汉代士大夫的礼服———褒衣博带式。 云

冈 １６ 窟的主尊佛像，据说是文成帝的象征，此佛像

面目清癯，与汉人无异，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还

结有领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华民族理想中的圣

贤形象。
女性化就是按照女性形象来塑造佛像。 这一现

象在北朝已经见出端倪。 北魏时期冯太后、胡太后

下令建造的佛像，就是按照她们的模样制作的。 武

则天在洛阳建造的卢舍那大佛，也是按照她自己的

容貌仪态雕刻的。 在北朝后期的石窟中，既有男神

观音，又有女神观音。 在诸多佛、菩萨中，观音都是

以大慈大悲而著称。 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具有大

慈大悲胸怀的应该是母亲的形象。 在南北朝时期，
观音形象的女性化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 到了

唐宋时期，观音的女性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男性观

音完全消失。 中华民族史前有着漫长的母系氏族社

会，尽管封建社会主张男尊女卑，但实际上，不仅在

统治者高层，而且在普通百姓家庭，优秀的女性掌权

人往往具有重要的地位。 佛像的女性化或者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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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足以见出汉文化对于佛教文化的渗透与巨大

影响。
佛教造像对于中华美学的重大意义，一方面体

现在外族文化的汉化，另一方面体现在汉族文化的

夷化。 中国雕塑艺术远可追溯到史前，秦汉多见于

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各种陵墓装饰。 在南北朝以前，
雕塑艺术中没有佛教因素的影响，而在南北朝大量

的佛教造像后，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造像也不同程

度地吸取了来自佛教造像的因素。 虽然佛教的完全

汉化是在唐朝完成的，但它的前奏是在南北朝尤其

是北朝。 没有北朝佛教翻译、佛教汉化上的卓越成

就，就没有唐朝佛学的辉煌。

四、中华美学基本观念的构建

北朝的夷夏融合对中华美学的构建起到了重大

作用。 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

美文化构建。 关于基本观念的构建，主要集中在对

于艺术本质的认识上。 这也是儒家美学的核心。
儒家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教化与

审美的关系上。 先秦儒家关于艺术本质的认识可以

概括为：以教化为主，兼及审美。 《尚书》强调“诗言

志，歌永言”，但同时又要求“声依永，律和声”，希望

达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境界，也就是实现教

化与审美的统一。 孔子提出“文”“质”概念，内涵丰

富，亦关涉艺术。 就艺术来说，“质”侧重于思想教

化，“文”侧重于审美娱乐。 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主张“文质彬彬”。 他指出，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样是兼顾教化与审美。 尽

管如此，儒家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突出教化功能，强
调思想雅纯，对于一味追求娱乐的“郑卫之声”，则
明确表示要予以放逐。

汉代继承先秦儒家美学的传统，但显然更看重

教化。 扬 雄 论 乐 时， 主 张 “ 中 正 以 雅， 多 哇 则

郑” ［１７］１１４。 “雅”，联系着教化；而“郑”即郑国民

歌，联系着审美。 东汉时的《毛诗序》将儒家的教化

精神发扬到极致，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
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 ［１７］１３０虽然不能说汉代的儒家美学完

全排斥审美，扬雄也曾说过“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但这些言论相较于对教化的鼓吹，显得有些微不

足道。
魏晋时期，天下动乱，儒家地位旁落，玄学兴起。

虽然玄学的主题是调和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但其

主调是道家哲学。 玄学不是以儒统道，而是以道统

儒。 儒家哲学更多地关注家国大事，而玄学更多地

关注个体的生存。 玄学美学大谈以无为本，以纵情

山水为乐。 在玄学诸家中，嵇康最具有美学情怀，艺
术修养也最高。 他提出“声无哀乐论”，直接批评儒

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乐与政治并没有内在的

关系。 他认为，对于音乐来说，重要的不是它反映了

怎样的世态，也不是它透露出怎样的哀乐，而是它的

曲调是否和谐，和谐即和声，而和声就是美的音乐。
对于先秦两汉儒家都一致批评的“郑卫之声”，嵇康

则从纯音乐的角度给予很高的评价：“若夫郑声，是
音声之至妙。”学界一般将嵇康看作真正的美学家，
因为他注重形式美，而形式美是美的真谛之所在。
嵇康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世说新语·文学》
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
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１８］嵇康的

“声无哀乐”成为玄学三大命题之一，由此可见玄学

美学对于儒家教化说的严重忽视甚至反对。
西晋灭亡后，南北分治。 南朝虽为汉人政权，但

儒家美学并没有很高的地位。 南朝文人对于艺术本

质的认识虽然并不明言轻视教化，但其艺术实践却

明显地体现出对于审美的偏爱与重视。 这里所说的

审美，亦如嵇康所说的音声之妙，为形式美。 南朝齐

梁文人醉心于诗文声韵和谐，要求“五色相宣，八音

协调”，“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

异”，只有“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１９］ 。 他们特别追

求词藻的华丽，作品风格绮丽、柔弱、奢靡，如南朝徐

陵《玉台新咏序》中所云“奏新声于度曲，装鸣蝉于

薄鬓” ［２０］ ，弥漫着一片脂粉气息。 这种文艺风尚明

显地与儒家教化说相对立。 《北史·文苑序》明确

指出其危害：“雅道沦缺，渐乖典则。” “盖亦亡国之

音也。” ［１３］２７８２正因为如此，南朝文坛虽然也出现了

谢灵运、谢朓这样的大家，但后世对其总体评价并

不高。
相比同一时期的北朝，文风与南朝完全不同。

《北史·文苑传序》这样总结北朝的文风：
　 　 洎乎有魏，定鼎沙溯。 ……当时之时，有许

谦、崔宏、宏之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

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 及

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因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
气运高远，艳藻独构。 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

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

今，有所未遇。［１３］２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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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评价北魏的文风时，用的概念是“词义典

正”。 “典正”说明它是符合儒家经典的，也就是重

视教化。 “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是说北朝对文的

教化功能的重视，比得上重视儒家的汉武帝，超得过

关心时运的曹丕。 北朝文风重视教化，并不意味着

忽视审美，而是“艳藻独构”。 北朝文人的作品多是

有感而发，有现实基础，所以“言多胸臆”。 北朝审

美还体现出对传承与变革的统一。 传承的是儒家传

统，即所谓“衣冠仰止”，变革的是“律调” “曲度”，
将鲜卑民族作为草原民族的雄霸之风带进文艺创作

之中。 前者可以说是 “润古”，后者可以说是 “雕

今”。 这古今的统一来自于华夏汉文化与草原少数

民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开创的这种文风可以说是儒家教化与审美

统一说的新发展。 到东西魏、北齐北周，这种文风一

直承传并发展着。 北齐的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其
中谈及艺术时注重教化，强调“敷显仁义，发明功

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 同时，他也重视艺术的

审美性，认为“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一
句清巧，神厉九霄” ［２１］ 。 北周的文学大家苏绰也一

样，《北史》说他的文章“务存质朴”，“属辞有师古之

美” ［１３］２８７１。
南朝美学和北朝美学在关于文艺性质的认识与

实践上，各有侧重，也各有其贡献。 《北史·文苑传

序》对二者做了精确到位的评价：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
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 江左宫

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

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此南北词人得失之

大较也。 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
合 其 两 长， 则 文 质 彬 彬， 尽 美 尽 善

矣。［１３］２７８１－２７８２

这里提出一种审美理想，那就是教化与审美的

统一。 这种统一具体体现为文艺词义与宫商即内容

与形式的统一，贞刚与清绮即阳刚与阴柔、骨气与神

韵的统一，而达到的理想境界则是“文质彬彬，尽美

尽善”。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开国后，在文艺思想上接受

的正是这种理想。 唐太宗在《帝京篇序》中说：“观
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金石尚其谐神人，皆
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从人从

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２２］ 。 而在为王羲之写的

传论中，他明确表现出“详察古今” “尽善尽美” “凤

翥龙蟠”的审美理想。
作为中华美学的核心观念，教化与审美的统一

不只是影响到艺术的发展，还影响到中华民族审美

情怀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审美情怀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家国情怀，另一种是山水情怀。 这两种情怀早

就存在，在南北朝特有的社会环境下，它们得到充分

的培育与发展。 在南北分治的时代背景下，不论是

南方的汉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均因为山河破碎

而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 南方气候温润、山水秀丽，
又让人多出一重山水情怀。

北朝的乐府诗《木兰诗》描写了一位女英雄代

父从军的故事，故事发生地应是北魏。 木兰无疑是

中华民族所崇拜的理想人物：忠臣与孝子的统一，英
雄与君子的统一。 在北朝能够出现这样的诗歌是让

人感叹的，文词质朴能够体现北朝的风格倒是次要

的，首要的是它完整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生理想。
这种理想不是产生在被视为华夏正统的南朝，而是

产生在希望也被视为华夏正统的北朝。 这足以说

明，华夏文化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朝已经深深地扎

下根，并且开花结果。
山水情怀，在南朝北朝的文艺作品中均可见出，

而以南朝为突出。 其中，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文、宗炳

的画最具代表性。 陶渊明的山水情怀兼具田园情

怀。 北方也有诗人书写自然，如鲍照笔下的自然，比
较具有北方的特点：荒寒、冰雪、朔风、号鸟。 但鲍照

的作品还算不上北方风景的代表，真正能代表北方

风景的，是北齐斛律金所唱的《敕勒歌》：“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山水情怀与家国情怀不是截然分

开的，山水情怀中也可以有家国情怀。 《世说新语》
中所描写的南渡士人隔江北望的感受，既是山水情

怀又是家国情怀。 斛律金所唱的《敇勒歌》更是点

点风景、字字句句都饱含家国情怀！
中华美学情怀丰富，但核心是家国情怀和山水

情怀，前者主要出于儒家，后者主要出于道家。 儒家

的入世之情建立在政治理想与伦理关怀的基础上，
道家的出世之念则充满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思考

与宗教情怀。 这两大情怀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艺作品

中得到充分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先秦以来美

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五、中华美学审美文化的构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华美学构建，不仅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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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念上，也表现在审美文化上，审美文化涉及诸

多领域，有物质领域，也有精神领域，这里试从音乐、
书法、文学、城市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１．音乐

北朝的音乐一部分来自本民族的歌舞，一部分

来自龟兹、西凉、印度的乐舞。 这些乐舞总的特点是

奔放、热烈，显示出草原民族大气、粗犷的艺术品格。
《隋书》云：“西凉者，起苻乐之末，吕光、沮渠蒙逊

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 魏太武

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 至魏、周之际，遂谓之

国伎，今曲戏曲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
华夏旧器。” ［２３］这里说的魏太武即北魏太武帝拓拔

焘，他灭西凉后，获得西凉乐。 而西凉乐又来自龟兹

乐。 “龟兹乐。 自吕光破龟兹，得其声。 吕氏亡，其
乐分散。 至后魏有中原，复获之。” ［２４］ 云冈石窟有

一北魏时期开凿的窟，编号为 １２ 窟，窟内的雕塑有

诸多音乐人形象，被后世誉为音乐窟。
南朝音乐文辞优雅，韵律柔曼，色调艳丽，品位

奢靡，与北朝音乐风格完全不同，被称为“清乐”。
其中最著名的是《春江花月夜》 《玉树后庭花》 《堂
堂》，均为陈国后主陈叔宝所作。 “叔宝常与宫中女

学士及朝廷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

尤艳丽者为此曲。” ［２５］１０６７因为陈后主为亡国之君，
所以这些曲子也被称为“亡国之音”。

伴随着隋朝统一中国的步伐，北朝、南朝的音乐

进入统一的中华帝国。 唐朝的音乐融合进更多新的

元素，“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

《礼毕曲》，令著令者，惟此十部” ［２５］１０６９。 这种统一

既是少数民族雄健华丽乐风与江南汉族清雅缥缈乐

风的统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理想阳刚与阴柔

的统一。
２．书法

中国的书法发展到汉代，各种书体皆备，其中隶

书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后世都难以逾

越，竟成为汉文化的标志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

行书有长足发展，出现了像王羲之《兰亭集序》这样

伟大的作品，不仅成为古今行书第一，而且成为整个

书法的卓越代表。 与南朝并峙的北朝在书法艺术上

也毫不逊色，其最大贡献是产生了一种新书体———
魏碑体。

书法史研究学者刘涛认为“清朝碑学家所说的

‘魏碑’是指北魏刻石书迹，而且是指‘真楷’，康有

为所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２６］ 。 碑体就字形来

说，出自楷书，但与一般楷书不同，这种楷书是刻在

石头上的，因此，它自然会因刻石需要而在笔画上产

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仅让刻在石头上的字看

起来更清楚、保存得更久远，还能体现出一种特有的

力度。 这种力度，是刀与石的奏鸣，是其他书体所不

可能具有的审美情趣。 随着碑体为书者所喜爱，这
种原本由刀、石共同创造的力之美演化为笔墨之美。
这种字体不用刻石，也能见出刻石之独特风格，可以

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创举。
刻碑并不始于北魏，而且也不是北魏所独有，但

魏碑集诸碑之美，堪为碑体之最。 康有为指出：“凡
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虽

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停蓄，
蕴于其中。 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

不可。” ［２７］９７虽然魏碑有着大体一致的风范，但其

风格逸出，大放光彩。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

魏第十》中说：“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有若《石
门铭》，古朴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
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

碑阴》《郑道昭碑》 《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
超》……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
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

不不备也。” ［２７］９３－９４

魏碑体的创造与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及实践有

着直接关系。 北魏皇帝自拓拔珪始，均具有深厚的

汉文化修养。 孝文帝的汉文修养更是超过了前代北

魏皇帝。 《魏书·高祖纪》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

卷。 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 史

传百家，无不该涉。 善谈老庄，尤精释义。 才藻富

瞻，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 有大手笔，马上

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９］１８７。
北魏实现汉化的一大举措是采用汉语为官方语

言，为了便于交流思想，北魏道武帝拓拔珪集汉人学

者编定一部四万余字的《众文经》，以此作为汉字运

用及书写的规范。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拔焘曾下诏规

范文字：“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

迹以立文字。 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
行于世。 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

谬，会义不必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 孔子曰，
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 今制定文字，世所用

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９］７０值得注意的是，太武

帝在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不忘记发展本民族的

文化，他根据鲜卑族的生活需要，自创一千多个字。
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北魏的书法得到发展，

各种书体并行于世，魏碑得以脱颖而出，垂范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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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华书法重要的组成部分。 魏碑体现出粗犷彪

悍与温润雅驯两种文化风格的统一。 前者更多地来

自草原民族，受北方的气候、地理、风景等因素影响；
后者更多地来自华夏民族，受南方的气候、地理、风
景等因素影响。 魏碑刚柔相济、文野相宜的书法之

美充实了中华民族中和的审美理想。
３．文学

从风格上说，中华民族文艺作品理想的审美品

位是刚柔相济，而以刚为主心骨。 南方诗人如谢灵

运、谢朓等人的作品，虽然佳句很多，确实很美，但缺

乏风骨和气概，不是中华民族审美风格的真正代表。
由于战乱，北朝留下的文艺作品很少，但我们仅从

《木兰辞》《敕勒歌》等乐府民歌以及庾信、王褒等人

的作品不难看出，真正体现中华民族审美风格的作

品主要在北方，而不是南方。 从夷夏融合对于中华

美学的建构这一维度看，北朝的庾信可以说是夷夏

融合的美学代表。
庾信早年在梁朝为官，热衷宫体诗，格调华艳，

为典型的南方审美品位。 梁元帝时他出使西魏，梁
亡后被强留于北方，受到西魏和北周的优待。 官至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作为汉人，庾信在北朝

官做到如此高位，说明他为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做

出了很大贡献。 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在相当程度上夷

化了，或者说他让北方的少数政权夏化了。 庾信官

居高位本身即是夷夏融合的成果，但这并不是其主

要的成果，其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艺术创作上。 因

为北方与南方风景迥异，再加上诗人人生境遇的变

化，庾信的作品一改原来的婉约缠绵，而变得沉郁顿

挫。 他的名篇《哀江南赋》写于北朝，主题是哀痛南

方梁朝的灭亡，但全文昂扬着一种苍茫、遒劲的情

调，有如北方大江、大河之势。 从审美角度来看，庾
信的艺术创作既有南方的优美，又有北方的壮美。
这种优美和壮美，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与民族性、地
理特征关系不大，但从内在意蕴上看，分明又是融进

了民族性和地理特征。 南方山水秀丽，优美之中融

化有华夏族固有的风雅；而北方山水雄浑，壮美之中

融化有少数民族固有的粗野。 正是从夷夏融合的维

度上，我们认为南北朝在审美实践上的真正代表是

庾信。
４．城市

鲜卑原本为草原民族，以游猎为生，不重视建

城。 拓拔氏自平城建都后，才开始重视城市建设。
平城的建设已经吸收了汉城的诸多做法，比如说里

坊制，城市布局为方格状，宫殿居中，已经见出中轴

线。 后来北魏迁都洛阳，那时的洛阳已经残破，需要

建新城，新城如何建，魏孝文帝有自己的想法，他在

《徙御旧都诏》中说：“京洛兵芜，岁逾十纪。 先皇定

鼎旧都，惟新魏厤，剪扫榛荒，剏兹云构，鸿功茂绩，
规模长远，今庙社乃建，宫极思崇。 ……既礼盛周宣

斯干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可依典故。”他强调

“依典故”，同时也认为“庙社乃建，宫极思崇”，新都

必须得有所发展，不仅要与强大的魏国相适应，而且

要“鸿功茂绩，规模长远”。 后来洛阳城的设计与修

建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 魏都洛阳上承东汉的

基本格局，但废弃了东汉、魏、晋以来的南北二宫结

构，创立了单一的宫城制，首创里坊制，采用三重城

垣结构。 新建的洛阳城是鲜卑族汉化、多民族融合

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正如席格所说：“平
城、洛阳、邺城与长安，都展现了北朝以中原文化为

主体的文化大融合。 正是在文化大融合过程中，南
北之间的正统之争、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优劣、胡汉之

间的汉化与胡化、儒道与佛教之间冲突等矛盾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消解。 可以说，北朝都城在民族与文

化构成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融合的特征。 其中，北
魏洛都又最为突出，它不仅在民族、文化维度实现了

深度融合，而且缔造了共同的审美理想，使洛阳成为

了一个审美共同体。” ［２８］

洛阳新城是北魏汉化的重要成果，南梁大臣陈

庆之访问北魏洛阳，归来后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
是夷狄。 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礼仪

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所谓帝京翼

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 ，涉江海者小湘沅。
北人安可不重？” ［２９］ 事实确实如此，在中华美学构

建过程中北人有着特殊重要的贡献。 北魏洛阳新城

的建设鲜明地体现出中华美学内在机制：既坚持华

夏文化的核心理念———儒家文化的礼乐思想，又根

据诸多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所革新、有所创造，
多元而一体；既尊重、继承祖先及前朝的文化传统，
又根据新时代的新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开拓，不断

与时俱进。

注释

①《晋书·载记十四·符坚下》中载符融谏符坚的话：“且国家，戎族

也，正朔会不归人。 江东虽不绝于 ，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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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